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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述评·

什么是江南

——生态史视域下的江南空间与话语

夏 明 方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部分的江南与作为整体的中国，在中国

经济史研究的不同阶段显现出不同的关系。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降中国资本主

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中，江南被普遍地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中国历史研究的区域转向，江南之异于其他地区的发展道路得到较为

广泛的认同，“江南非中国”论也逐步取代了早期的“江南即中国”论。因此，

如何批判性地分析这两种极端化的叙事，辩证地处理江南与其他地区乃至整个

中国在经济演化道路上的关系，无疑是新时代历史学者不容回避的话题。跳出

从江南内部看江南的“内史”框架，以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生态史视野，将其

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网络或层层嵌套的“山海生态体系”之中，把历史时期江南

地域空间越来越小的变动过程视为中国经济的“江南化”和“非江南化”过

程，或可构建“内外联动”、“上下结合”、“古今贯通”、“中西互动”、“天人相

应”、“形神兼备”的立体化的“新江南史”。

关键词：江南话语  江南化  山海生态系统  新江南史

一、“江南奇迹”：中国经济史话语中的
“江南化”与“非江南化”

大凡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几乎没有不对江南情有独钟的；即使涉及的范围

看起来在江南之外，与江南无涉，但在探索研究地域的经济演化道路时，其背后也

多多少少有一个江南的影子，以之作为比较的基准或参照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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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江南，也就没有中国经济史，江南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

缺的神圣空间。个中情由，李伯重在其被称为加州学派代表作之一的《江南农业的

发展》一书中给出了最好的解释：

在过去的一千年来，江南一直是中国文化上最发达的地区，文献记

载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远为详细，特别是有关经济史的材料尤为丰富。同

时，江南很早以来就已成为中国经济上最发达的地区，在过去的千年当中

可以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它理所当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据着中心的

位置。无论是日本学界较早的“唐宋变革”论与“明清停滞”论，或我国

大陆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与“封建社会后期停滞”论，或西方学者对于

“传统晚期的中国”及“近代早期的中国”的研究，事实上都主要以江南

经验为基础。A

对国外学者而言，江南的确是一个极为理想的学术试验场，是他们进一步探索

和回答近代资本主义或工业化起源最重要的比较对象之一。B从伊懋可的“高水平

均衡陷阱”，到黄宗智的“内卷化”，再到彭慕兰的“大分流”，他们每一次从这里

重新开始的学术之旅，都会在美国中国学和国内中国史研究中引起巨大反响。作为

区域史、地方史的江南研究，每每获得世界历史意义。

不过，对李伯重而言，他之所以选择江南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倒并不在于这个

地方对中国其他地区具有的“典型”意义，而恰恰是它的“非典型性”，也就是作

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区，它长期以来总是比其他地区“先走一步”，“经

济表现远比其他地区优秀”。C而且江南不仅在过去一千年中，与国内其他地区相

比，总是“脱离常轨”，即使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它的经济至迟在宋代就已居于前

列。尽管最后并没有导向西方式的近代资本主义道路，且在 1850 —1978 年甚至一

度被这种西方式的道路强行改造，但并不成功。其后的改革开放，看起来是江南的

农业成功地采用了近代化技术，使其有别于清代，但实际上，成功的秘诀在于“今

天江南农业和农村经济成长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仍然还是清代的方法”，如果没有源

于清前中期的因素，“很难想象会有今日江南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现代化”。D他的结

论是，今日的江南尽管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过去”不仅仍存在于“现在”中，

而且还是“现在”中富于生产性的部分。今日的实践并非远离过去的实践。历史仍

 A  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王湘云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4 页。

 B  参见刘昶：《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江南研究：问题与思考》，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

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339—342 页。

 C  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第 4—5 页。

 D  参见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第 172—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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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延续，江南仍然是江南。A

很显然，在李伯重看来，江南的农业，当然也包括江南的工业、城市及其他，

是一种既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又有别于西欧的“另一种农业”，“另一种农村经济”，

或者另一种经济成长方式。它形成于公元 9 世纪后期的唐代，崛起于 11—13 世纪的

宋代，在 17—19 世纪中叶的清代臻于成熟，进而在当代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跃升中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视其为“江南奇迹”或“中国奇迹”自不为过。B

李伯重对江南道路之性质所作的概括，或许无法得到其他学者的一致认可，但

其对江南之有别于其他区域经济特色、经济地位的判断，恐怕是所有学者都难以否

认的。江南，这个唐宋以降就一直是中国经济中心的江南，这个中国文化最发达的

地区，这个国人心目中如诗如画的天堂般世界，这个在当今学界不断滋生出“江南

模式”、“江南道路”、“江南轴心期”、“江南奇迹”以及“江南学”等一系列令国人

振奋的学术概念的神奇之地，确然占据了当代中国经济史叙事的核心。可以这样

说，在看起来汹涌澎湃、势不可当的欧美现代性话语的强力冲击下，不管这种话语

是如何因应历史语境的变化而表现为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或者所谓的后工业、后

现代，身为寻找中国历史自主性，抵制欧洲中心主义的中国学者，似乎都可以从江

南的土地上，找到学术或心灵上的寄托或慰藉。这一片曾经让历代帝王爱恨交加，

让域外之民视为天堂，让无数文人雅士视为桃花源的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成了现代

中国学者在曾经令人窒息的西方之外寻找另一种资本主义、另一种现代性，乃至另

一种生态文化或“另一个中国”的最完美的场域。C相较于其他地域在中国经济史

或区域史研究中的关注程度，江南的地位始终无可逾越。这种情况，不仅表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以至于刘志伟称之为“江南情结”

或“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江南中心观”；即便是在 80 年代之后，人们“开始反省

这种江南中心模式，逐渐走出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囿于江南一隅的限制”，在江南

之外如华南的福建、广东等地“开辟了新的空间，形成可以同江南研究相互区别又

相互促进的区域研究范式”，但结果并没有动摇，反而有助于更深入地反思“明清

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江南核心性”。D

然而，就在这一“江南奇迹”得以清晰建构，进而广为流传时，对国内外的江

南研究者来说，其所指地域范围反而愈显模糊，愈加不确定。每一位学者看起来都

 A  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第 195 页。

 B  参见李伯重：《“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清华

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

 C  参见夏明方：《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
2005 年第 5 期；赵轶峰：《明清江南研究的问题意识》，《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4 期。

 D  刘志伟：《超越江南一隅：“江南核心性”与全球史视野有机整合》，《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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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心目中的江南，而每一位学者的江南又各有差异，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

一是；有学者甚至怀疑“江南”一词是否有资格作为这一奇迹发生地的特定称谓，

一个流传数千年的地域概念在当下似乎正面临被解构的命运。A此情此景，多少有

点让倡导构建“江南学”的学者始料未及。

目下从事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承认傅衣凌是此一领域的先行者之

一。确实，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极为活跃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当中，直接以“江

南”命名其研究地域的，似乎仅有傅氏等极少数学者，但他笔下的江南以及毗邻的

东南沿海地区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笼统的说法。较早自觉而明确地对江南，尤其是

明清时期江南的空间范围专门作出系统论述的，先后有李伯重、周振鹤、徐茂明等

学者。B《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 2007 年第 3 期推出题为“江南到底在哪里”的专

辑，向来自地理、气象、文学、语言、历史、经济等领域的学者征稿，请他们给出

各自心目中的江南定义及其范围。此后学界对江南及其相关概念的讨论渐入高潮，

讨论的时段也不限于明清时期，而是迄至当代，远及宋元、隋唐、魏晋、秦汉、先

秦，乃至史前。C一个五彩缤纷的江南地域或江南意象因此纷至沓来。这里既有自

然意义上的江南，也有经济意义上的江南；既有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江南，也有语言

文化或心理意义上的江南；有学者还打出“生态江南”的旗号，只是其内涵并未跳

出自然地理的框架。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给我们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多姿多彩

的江南意象，也推动着江南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A  参见高逸凡、范金民：《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太湖流域：“江南”还是“浙西”》，《安徽史

学》2014 年第 4 期。

 B  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 49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第 141 — 147 页；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史林》2002 年第 3 期。

徐文提及此前尚有沈学民撰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手刻油印本《江南考说》。此外

尚有黄锡之《释“江东”》（《苏州大学学报》1983 年第 3 期）、宣炳善《“江东”与

吴越》（《咬文嚼字》2002 年第 12 期）等。有关吴地、吴文化地区或“三吴”的空

间界定，则有陆振岳《吴文化的区域界定》、钱正《再说“三吴”》（高燮初主编：

《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71 — 86、
123 — 132 页）。

 C  除前引高逸凡、范金民的论文外，尚有王铿：《东晋南朝时期“三吴”的地理范围》，《中

国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余晓栋：《东晋南朝“三吴”概念的界定及其演变》，《史学

月刊》2012 年第 11 期；黄爱梅、于凯：《先秦秦汉时期“江南”概念的考察》，《史林》
2013 年第 2 期；杨恩玉：《东晋南朝的“三吴”考辨》，《清华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

刘新光：《唐宋时期“江南西道”的地域演变》，《国学学刊》2015 年第 4 期；胡克诚：《何

处是江南：论明代镇江府“江南”归属性的历史变迁》，《浙江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 期；

陈志坚：《江东还是江南——六朝隋唐的“江南”研究及反思》，《求是学刊》2018 年第 2
期；等等。另见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 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三联

书店，2015 年，“导论”，第 1—53 页。



152

	 历	 史	 研	 究	 2020 年第 2 期	

有趣的是，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几乎每一位学者都注意到不同的江南概念在

空间上的差异性，也愈来愈关注它在时间上的变化及其不同的称谓，而且都会承

认，历史时期的江南，无论是从经济、行政，还是从文化、心理意义上来说，其

范围都比现在要大，或者说经历了一个从大到小的缩减过程。但是其中有一点依

然确定无疑，这就是，他们所要研究的江南，不管具有什么样的“典型”或“非

典型”意义，都被框定在一个极为狭小的空间之内；他们在慨叹多变的江南之后，

总是给读者来一个“但书”，把目光牢牢地投向以苏杭为中心的太湖平原。A而且

至少从李伯重开始，他们给这样一种特定的区域空间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一致性含

义，诸如地理上的完整性（或自然 —生态条件的一致性）、经济上的一体性、地域

认同的不变性、B方言的相同或相似性（即吴语文化区）、C民风习俗的相近性，D以

及在行政沿革上历史渊源的共同性，E此外还有财政意义上的同一性，如“财赋江

南”F或“江南重赋”，G简言之，即是一个在地理、经济、行政、语言、文化、心理

和历史等方面都高度统一和整合的地域共同体。依徐茂明所见，“江南”一词，经

过历史的演变，已由单纯的地理概念演化为“包含地理、经济、文化等多种内涵

的专指性概念”，它被赋予了远比空间区域更为丰富的内涵，“这就是发达的经济、

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H与此相应，在具体的研究中，人们则

小心翼翼地圈定自己的关注空间，尽可能地把名义上称为江南或曾经被视为江南

的地区排斥于江南之外。李伯重的江南是“八府一州”，认为它们“在地理、水

文、自然生态以及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

区”，而与其毗邻的江北、皖南、浙东、浙南各地，一则为江海山峦这些天然界

限所隔开，二则其人文社会条件与“八府一州”差别明显，故此不列入江南的范

围。I徐茂明的江南更小，他明确地把宁镇地区视为与太湖平原完全不同的文化区

 A  按李伯重给出的“八府一州”，其总面积不到 4.3 万平方公里，参见氏著：《简论“江南

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B  李伯重：《“江南地区”之界定》，《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书

店，2003 年，第 447—462 页。此文系作者在前引 1991 年论文的基础上扩充而成。

 C  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 49 辑，第 141—147 页。

 D  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 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10 页。

 E  高逸凡、范金民：《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太湖流域：“江南”还是“浙西”》，《安徽史学》
2014 年第 4 期。

 F  冯贤亮：《史料与史学：明清江南研究的几个面向》，《学术月刊》2018 年第 1 期。

 G  胡克诚：《何处是江南：论明代镇江府“江南”归属性的历史变迁》，《浙江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1 期。

 H  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 年）》，第 12 页。

 I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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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有意思的是，其他学者为将这些被排斥出去的部分纳入江南的研究，也是从

这一论证逻辑出发，强调其与江南核心的均质性或“正相关性”。A王家范在为《江

南史专题讲义》作序时如此解释：

从我阅读的经验看来，“江南”这个概念是随着历史渐进而越来越趋

向于缩小。一方面，曾经作为大区域的“江南”，其内部经济、社会、文

化的地方差异日益拉开，各自逐渐塑造出不同的个性特点，这就决定了

它很难作为一个“共相”的大概念被长期广泛使用；另一方面，研究者的

精力与兴趣也趋向于缩小范围，做细做深。区域越大，资料搜齐的难度越

大，归纳判断更不容易。因此，今天江南史的研究者多数采取“小江南”

作为目标，最多只是把宁绍与徽州包容进来，与当下“长三角经济区”的

地域范围大体吻合。B

不过，从众多学者的讨论来看，后一原因实乃无足轻重，更重要的是对江南“共

相”的追求。而这种对江南地域范围的界定过程，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对某种整齐划

一、卓尔不群的江南特性或“江南性”予以确认的“江南化”过程；与此同时，这

也意味着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塑造“地方差异”或“个性特

点”的其他相关地域排斥而去的“非江南化”或“去江南化”过程。这既是江南话

语的分裂过程，也是它的生成过程。

这种界定无疑会给人一种时空错置的感觉，隐含着把近人对江南的认识作为

剪裁历史之尺度的主观倾向。而为摆脱这种学术上的困扰，高逸凡、范金民提倡用

“浙西”取代“江南”。他们认为，过往学者之所以把同处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

常州、镇江以及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等同于狭义的江南，大多出于对文献的误

读；这些地区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江南腹心”或财赋重地，至多可以论证“明清

时期的江南包含太湖流域”，却不能推出“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就是太湖流域或核

心区域（或‘八府一州’） ”这一结论。在他们看来，作为地理和历史概念的江南，

自秦汉以来从未真正与太湖流域相重合，与其等同的“江南”不过是开始于近代文

化心理上的概念；相比之下，“浙西”作为历史上存在过的行政概念，其区划范围

与太湖流域高度一致，且上承东汉吴郡，迄至明初分属南直隶和浙江，时逾 1200
余年，且传统的“浙西”概念在明清时期仍有其影响力，因此“从‘浙西’这一概

念出发，应当比划定‘江南’更为合理”，更加“名正言顺”。C顺此思路，陈志坚

对历史时期关乎太湖流域的相关概念，如“吴越”、“吴会”、“江东”、“江西”、“三

 A  余同元：《楚水漫漫  吴波漾漾——由汉志三江沿革看皖南与长三角历史地理相关性》，

《池州学院学报》2011 年第 2 期。

 B  王家范：《〈江南史专题讲义〉序》，《历史教学问题》2013 年第 5 期，第 59 页。

 C  高逸凡、范金民：《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太湖流域：“江南”还是“浙西”》，《安徽史学》
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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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浙西”等，进行系统的辨析和梳理，建议把今日称为江南的地区，依其历史

称谓的语境分为几个阶段，即先秦秦汉时期的“吴越”或“吴会”，六朝隋唐时期

的“江东”或“三吴”，唐后期及宋元时期的“浙西”，以及明清时期约定俗成的

“江南”。A这一历史化的处理方式，当然可以使我们对“江南”变动不居的特性有

更为清晰的了解和更加动态的把握，但是他们对江南地域空间之确定性的追求与先

前的讨论并无二致，在很大程度上反而坐实了通行地把环太湖地区作为“狭义的江

南”或“小江南”这一最核心的定义。在阅读相关历史文献时，我们还是可以找到

将“江南”和“浙西”或其他称谓等而视之的诸多例子。何况“浙西”也好，“三

吴”也罢，其本身和“江南”概念一样，所指空间范围也有一个或大或小的变动过

程，学界为此同样争论不休，因而也不能完全满足他们提出的与太湖流域范围相一

致这一地域同一性的要求，姑且不论这个“太湖流域”也是一个历史地生成的概念

和地域。至于陈志坚的建议，固然可以凸显不同时期江南地域的时代意蕴，却又忽

视明清以前“江南”长期存在的事实，同时也消解了江南作为这一空间的地域称谓

所隐含着的大小地域共同体之间内在的张力。江南固然是当地人的江南，有其自身

的本土特色，凝聚着江南人自身的地域认同；但它同时又是他者眼中的江南，是更

大或更高层级的区域共同体的一部分，是地域之外不同人群对它的某种感受或认

知。作为一种方位，“江南”这一称谓，天然地反映了它与其他地域乃至更大的地

域共同体之间的关联。这也正是下文所指“江南化”和“非江南化”这一并行不悖

的现实历史过程赖以发生的更广大的空间基础。

另一方面，不同的称谓往往意味着不同的主体（共时性或历时性地）对于江

南的不同认知，不仅反映了同一地域内部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

变化，也反映了它与不同地域空间的人群及其栖居的土地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的

变化。对某一地域的命名，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似乎都不仅是一种文化符

号，一种象征体系，一种身份认同，其实也是表明对这一地域空间及其民人、土地

和资源进行控制、占有或配置的权力体系。行政沿革背后往往反映的是一地区经济

开发与行政管理的变动关系，B而任何经济开发行为，势必引起人与自然之间互动

关系的变化。它事实上可以看作某种特定类型的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方式或其结

果。用生态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种生态位的构建。这些称谓在历史时期的生

成、扩散、兴替或共存，体现了江南的内部以及外部不同主体之间的利害纠葛及其

错动。仅仅出于对研究对象的标准化追求而取此舍彼，同样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

有学者提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也就是把历史时期江南地域范围从大到小

的变化过程转化为由“泛江南”、“大江南”、“中江南”和“小江南”等多层次空间

 A  陈志坚：《江东还是江南——六朝隋唐的“江南”研究及反思》，《求是学刊》2018 年第
2 期。

 B  参见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 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第 1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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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地域结构。研究明清江南社会人口史的吴建华即持此论，在他看来，“小江

南”亦即明清江南的核心区，也是吴语吴文化的核心区，当然在太湖流域，主要包

括苏州、松江、常州府、太仓州（清代），以及杭州、嘉兴、湖州府，而镇江、应

天（清代为江宁）、宁波、绍兴府则为江南的中间层区，南通（包括海门）是外层

区。由此扩大到明清的扬州、严州、金华、衢州、温州、台州、太平、宁国、池

州、徽州等府，属于“大江南”的范围。至于“泛江南”，一般包括今江苏、上海、

浙江、江西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区，其最大范围则是长江以南。A

吴建华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中江南”，这一概念“既含有江南的核心层，又有

江南的边缘外层”，既包括地理上不必囿于长江—钱塘江之内的地方，触及宁波、

绍兴、通州以及属于江南管辖却地处江中或江北的崇明、靖江、江浦、六合等地，

又包括其核心层的边缘区，甚至是非吴语文化区，如江宁、镇江的部分府县，但其

研究的重心仍然是作为核心区的“小江南”。B而且对大多数研究明清中国的学者

而言，类似的大小江南之表述通常只是作为一种地理沿革的过程才被加以讨论，唯

有对应于太湖流域的“小江南”，方可视为代表唐宋以来中国经济演变的典型、道

路、榜样或方向。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逐渐认识到此种“内敛式”研究的局限性，建议“超越江

南一隅”，突破区域史、地方史叙事的藩篱，把江南置于全国乃至全球范围之内，

用区域之间的互动以及全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江南。这无疑会给江南史研究注入新

的动力，但这样的讨论，并没有改变通常对江南地域范围的界定。他们笔下的江

南，依然还是那一小片水域平原风光的江南。C江之北，无论远近，几乎统统被排

斥在外。D就连这一地域赖以被界分、被命名的长江，也时或被切割而去，而江之

南境与平原毗邻、接壤或者相互交错的山地、海滨或岛屿，往往也在无视之列，至

多是作为一种边缘和外围之区被提起。最让学者纠结的大约要算前文提及的镇江归

属问题了。对这样一个被明清之人称为“建业藩垣、三吴分户”的战略要地，有些

学者会因其地处边缘山地而勉勉强强地把它置于江南的范围之中，有的学者则干脆

 A  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年，第 4 页。余同元

的表述稍有不同，认为“江南范围有大（文化江南）、中（经济江南）和小（核心江南）

三说，实为江南区域之一体三相”，参见《明清江南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的变化——兼

论文化江南的空间范围》，《江南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

 B  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第 1—5 页；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的范

围与方法刍议》，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第 355—367 页。

 C  参见陈学文：《筚路蓝缕的三十年——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王家范主编：《明

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第 3—5 页；冯贤亮：《史料与史学：明清江南研

究的几个面向》，《学术月刊》2008 年第 1 期。

 D  其中的扬州或许是个例外，但它的地位，愈往后愈是难以维持，以致民国时期的易君

左特地撰著《闲话扬州》（上海：中华书局，1934 年）为其正名，结果引起很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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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剔除出去，也有学者采取折中的办法，截取该府的东南部分，与杭州府北部的

余杭、海宁二县，连同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作为笔下的“江南地

区”。A一个毗邻太湖的镇江府都被人为肢解，遑论皖南、江西等地了。更有甚者，

这样一种被高度压缩的“小江南”，还作为一种独立封闭的研究单位在时间上被无

限延伸，贯穿明清，跨越唐宋，远迈秦汉，甚而直至史前时期，无形之中，它变成

了一种似乎千古不变的地理空间和地域意象。李伯重研究的 1550 —1850 年的江南，

大体范围就是他自己确定的“八府一州”，而被其他学者当作江南进行研究的地区，

比如唐力行研究的徽州，以及江西、湖南等，统统被划出去当作江南的外围，构

成江南对外经济联系的组成部分之一，且一直回溯到南宋、北宋及五代。B而其对

唐代江南的研究，也是以此范围为标准。至于 1850 年后的江南，李氏并未给出明

确界定，但在涉及改革开放后的同一片地域时，他终于将它的空间范围作了一定

的延展，也就是由先前的“狭义的长江三角洲”变为“广义的长江三角洲”，除上

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绍兴、南京、常州、嘉兴、镇江、湖州等，还包括

台州、扬州、泰州和舟山等，理由是“今天的经济统计多以广义的长江三角洲为单

位”。C但真正的原因大约还是这些地区已经整合到经济发达的核心区了。

于是，在长期以来有关江南历史的主流学术话语中呈现出来的江南，说到底

就是一个“嫌贫爱富”、“孤芳自赏”的江南！大凡与繁华富庶的平原相辅相成的山

地、丘陵、海滨和岛屿，因为它们的贫瘠而从江南的历史，乃至于从当地人的认同

中被搜剔而去；与此同时，同处平原的江南乡村，在诸多历史叙述中大都只是苏、

杭等大城市或唐宋以降繁荣发达之市镇崛起的某种背景。D此种城市化导向，在江

南文化史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其代表性人物刘士林长期聚焦于发掘历史时期江

南文化的“诗性精神”，认为这样的以追求个体自由和主体审美为特质的“诗性精

神”或“诗性文化”，只存在于以苏州、杭州等大城市为代表的“江南城市诗性文

化”，而非“江南乡镇诗性文化”，前者以独特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

文明”为基础，最终形成完全不同于江南乡镇的都市生活方式，而后者更类似于固

守传统政治伦理的僵化、保守和落后的北方意识形态。E与此相应，长江之外的地

 A  胡克诚：《何处是江南：论明代镇江府“江南”归属性的历史变迁》，《浙江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1 期。

 B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第 321—322 页。

 C  李伯重：《“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清华大学

学报》2011 年第 2 期。

 D  参见冯贤亮：《史料与史学：明清江南研究的几个面向》，《学术月刊》2008 年第 1 期。

 E  刘士林等：《风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第 8、9 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第 139—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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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包括历史时期曾经也是江南的地区，在这样一种“非江南化”、“去江南化”的

学术话语演进过程中，无不被用来充当与逐渐缩小的江南进行对照和比较的鄙野之

乡；就连同在江南内部生存的人群，到了晚清民国时期，也因各自籍贯的南北之分

而被打上了地域的标记，A成为族群区分与重构的标准。至于江南在历史时期曾经

遭遇的种种天灾、人祸、危机，在长时期的历史叙述中，尤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末以来加州学派的研究中，也统统被遮蔽了。这样的事件，包括 19 世纪中叶发生

的“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以及和这种巨变相伴而来的重大战乱和天灾，也都不过

是江南一千年持续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某种偶发的局部性因素，对江南凯歌行进的历

史主流无关痛痒。即便是对江南道路持怀疑态度的黄宗智，也并不否认江南（黄氏

使用的是“长江三角洲”这一概念）之与华北（平原）相比而展现出来的某种生态

稳定性。江南，梦一样的江南，已在无数人的心目中成为一部千载不变的神话，一

座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不坠的小而安全的孤岛。

二、内史与外史：多元时空中的复数“江南”

有意思的是，如此狭小、封闭而又单一化、均质化的江南空间意象，很大程度

上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中国经济史学界试图打破“江南中心史观”，进而“走

出江南”的区域史研究中凝练而成的。开放之花结出闭锁之果，多少有些出人意

料。现如今，江南历史自身的表现一如既往地光彩夺目，而江南历史的研究却日趋

“地方史化”（刘志伟语），有学者进而提出与国家史进行区分的“江南视角”，建

议“回到江南地区本身来，探讨其内部社会经济变动与政区、制度、文化、信仰等

因素的关联，注重历史进程的整体性”。很显然，这里的“整体性”，只是江南的

整体性，因为在他们看来，“江南不是中国”。B

客观说来，上述论者并非要把江南从历史中国的疆域中分割出去，而是意在

强调，既不能像以往那样用江南经验来掩盖整个中国的历史面貌，也不应该用整个

中国的宏大叙事来遮蔽江南区域的本来面貌。这当然无可非议，而且怎么强调也不

过分，今日乃至未来仍有必要继续为此努力；关键是，经过将近四十年的“脱江南

化”之后，更需要在这一基础上，把江南带回到曾经被疏远的包括“国家”在内的

更宏大的时空网络之中，在江南与国家和其他区域的关联和互动中探讨江南的特殊

性，或者像刘志伟建议的那样，把最初“走出江南”之后学界在其他区域探索出来

 A  参见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 —1980》，卢明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远东出版社，2004 年，第 58 页。

 B  孙竞昊、赵卓：《江南史研究的“新”与“旧”：从华南学派的启示谈起》，《浙江社会科

学》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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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化地方经验拿出来，与江南经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努力发现隐藏其中的种

种关联和互动，进而从整体上重新思考中国史研究中的“江南核心性”问题。A

这一思路极具洞见。毕竟江南的特性或“江南的本来面貌”，正是在国家与地

方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它还会在新的互动过程中发生变

化，本身就是中国性的一部分。部分之超越整体的特性并非脱离了整体，而是整体

之各部分以及整体与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旦有了这些新的特性，整体自身

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也就是形成新的格局，所以江南道路的生成与演化，本身就是

中国道路的生成与演化，两者之间并无冲突。这看起来与过去的“中国是江南”或

“江南即中国”的判断没什么两样，但是一旦把此种理解放到复杂性思维的框架，

而非多少年来在我们的头脑中一直根深蒂固的教条化的线性思维之中，它的意义可

能就大不一样了。我们需要一种非线性逻辑。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就“江南”

谈“江南”已然不够，还需要跳出“江南”看“江南”。套用唐力行在对他认为明

清时期处在同一江南的徽州与苏州作比较研究时总结出来的心得，就是既要“守住

疆界”，也要“超越疆界”；B或者借用后殖民史学的话语来说，就是对我们的观察

对象不断地进行“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简言之，即动态地处理江南的“内

史”与“外史”之间的关系。

行文至此，必须要问，到底如何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书写新的江南历史，即构

建某种“新江南史”？通向罗马之路自有千条万条，而在笔者看来，其可能的路径

之一就是“反弹琵琶”，亦即把被诸多江南学者抛弃出去的那些地区或要素重新捡

回来。如前所述，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江南地域之特殊性的追寻，放弃对“江南

核心性”的阐释，也不是将这些被丢弃的地区或要素与先前的内容作简单的加法或

拼贴，而是要反过来探索这些部分因何沦为“江南”之边缘，为什么被舍弃，它们

与留下的“核心”曾经或后来到底都有什么样的关系，各自都受到怎样的影响；我

们进而还要追寻，那些看起来与江南无涉的地区，它们在江南的生成、崛起和延

续、转型的过程中，与江南之间究竟有何关联，而且除了刘志伟揭示的潜藏在历史

深处的不自觉的互动之外，还有没有一种有意识的勾连，正是因为这种勾连构成各

区域互动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动力，甚至迄今仍在发挥它的影响？

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把不确定性带入江南，让这里从自然、经济、政治、文

化、心理认同等各个方面，一切的一切，都要动起来。其中第一步就是打破江南内

部的同一性、均质性神话，恢复江南固有的多样性面貌，如名实之别，核心、边缘

之别，城市、乡村之别，高乡、低乡之别，以及语言、身份、阶层、族群之别，等

 A  刘志伟：《超越江南一隅：“江南核心性”与全球史视野有机整合》，《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4 期。

 B  唐力行：《超越地域的疆界：有关徽州和江南研究的若干思考》，唐力行主编：《江南社

会历史评论》第 1 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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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二步是对这些差异，不能只看到它们共时性的结构一面，还要看到其历时性

的变化一面，更要看到这种种差异是如何相互作用并构成其本身变化的动力，进而

形成新的差异，使不同历史时期的江南呈现出真正的不同面貌来。

就江南之界而言，应采用动态的历史视野重新斟酌“江南地区”，而非追求静

态的“统一性”；A我们也需要把自己从对江南的界定中解放出来，但是这样的解

放，并不意味着放弃界定本身，而是放弃以今日之见替古人说话的潜意识惯性，是

从“时空错置”的“现代主义情结”或“辉格史学”中解放出来，也就是采取历史

化的态度，让不同时代的人对江南或其他地域的概念认知尽可能原原本本地呈现出

来。不少学者在此方面已经作出的努力，看起来不仅没有把水搅浑，恰恰让江南称

谓及其对应地域的历史演变更加清晰了。事实就是如此。一旦放下确定性的执念，

我们收获的反而是更加确定性的概念网络的动态变化过程，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应

该更进一步，充分运用数字化工程给我们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便利，发挥历史学家的

考证功夫，运用黄一农提倡的“e- 考据”，对江南、江东等一应概念进行全面、系

统的梳理，廓清江南概念群的生成、扩散、流变以及各概念之间的歧异、对立或交

叠等复杂关联；既要搞清楚在某一特定时点上同一概念不同的意蕴与外延，以及与

此相关之其他概念和它们所指范围的同和异，还有这些概念之间的层叠关系，也要

搞清楚在不同时点上这些概念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包括旧概念的消亡和新概念的生

成。易言之，要把这些概念群当作一个动态演化的非平衡的结构体系或者某种“时

空连续体”（谢湜用语）来看待，既要看到它们之间共时性的结构关系，也要发现

其历时性的变化。当然，让这些概念及其所指之“界”流动起来，承认“界”之人

为建构性特征，并不是同意部分学者的主张，否认有形无形之“界”的存在，而只

是把它看成某种开放性的区域空间而已。任何建构都是为了创建，确认或维系各

种新、旧之“界”，不管这种“界”是自然地理之界、经济区划之界，还是行政疆

域之界、文化认同之界，抑或是把这些统合起来的生态区域之界；“界”的多样性

和流变性以及对它的话语表达，正是以特定时段的相对确定的有界为基础的，“界”

在流变之中，而非消失或不存在。

相应地，我们还要打破对千年以来江南道路所持之线性进化叙事逻辑，把研

究的视点从对明清时期狭义江南的聚焦来一次偏转，转向唐宋、魏晋、秦汉、先

秦，甚而史前时代；同时尽可能地尊重古人的选择，把他们对江南的各种称谓所

指之实际地域还给江南，也就是把被剔除出去的“中江南”、“大江南”或“泛江

南”统统纳入对江南道路的探讨中，尽可能避免对江南的“时空错置”，也就是不

要把今日的江南移植到过往的历史中，而是打破江南叙事的连续性教条，让江南

的历史在多样化的地域转换中流动起来，力求再现一个真实的历史的江南。

 A  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 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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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样的研究，如若依然局限于太湖平原，则显然大成问题，还需要将

其带回到地处同一经纬度的，包括山地、丘陵、岛屿、海洋等地貌和水体形态在

内的更大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生态系统中，把平原、山地、河流和海洋勾连在一起，

从其复杂的关联与互动之中动态地揭示江南的形成和演化。数十年来，已有学者

从这一思路作了诸多有意义的探讨，目前需要做的，是把它们整合在一个相对完

整的系统里面，把平面江南变成立体的江南。对这样一种体系，我更愿意把它称

为“山海生态系统”或“山海国”，我们需要以此唱出新时代的“山海经”。

第三，聚焦于苏州、杭州及上海等大城市或曾盛极一时的江南市镇，固然非

常重要，但也需要突破这种占主导地位的以城市为导向的江南话语格局，将其与

那些被城市化进程所改造或建构于其中的乡村联系在一起，更细致地再现在当前

现实中日趋消失的乡村景象，再现被这一进程所碾压的下层民众的艰难命运，重

新反思江南的城市化及其引发的巨大的不可逆的景观变迁和环境效应。

第四，则是突破狭隘的地方意识和虚幻的自主意识，把江南置放到它本来即

隶属于其中的大一统国家的权力网络之中，把南北两地从平面的文野之分的“文

江南”，变身为纵向的朝野之分的“野江南”，亦即从庙堂之上看江南，发掘国家

在江南地域中的作用（刘昶、刘志伟），发现“江南”的政治含义（邹逸麟、杨念

群）。A同时也要从周边看江南，一纵一横，B双向并进，探索其与国家政治中心、

与北方及周边其他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复杂关联，以及与这种关

联本身密切相关的全国范围的信息交流、资源分配和能量流动。

第五，我们当然同意赵世瑜等诸多学者的观点，也就是借鉴加州学派的做法，

从全球史的角度探讨江南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南北比较或中西比

较的层次，C但是这样一种互动并不是“全球分叉”或“全球关联”D等词所能完全

 A  参见刘志伟：《超越江南一隅：“江南核心性”与全球史视野有机整合》，《探索与争鸣》
2016 年第 4 期；刘昶：《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江南研究：问题与思考》、邹逸麟：《谈“江

南”的政治含义》，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第 346—
348、177—182 页；杨念群：《何处是“江南”？ ：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

变异》，北京：三联书店，2010 年。

 B  参见唐力行：《超越地域的疆界：有关徽州和江南研究的若干思考》，唐力行主编：《江

南社会历史评论》第 1 期，第 1—12 页。

 C  赵世瑜：《在中国研究：全球史、江南区域史与历史人类学》，《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4 期。

 D  “全球关联”系彭慕兰《大分流》一书中译者对“global conjuncture”的翻译，显然有

误。用“关联”一词很容易使读者将其与 connection 或 correlation 联系在一起，其与
conjuncture 含义大为不同，后者不只有关联之意，更突出的是有关共时性各要素的相互

碰撞，借此涌现新的事物，形成演化道路的分叉。其中内含复杂性思维和非线性逻辑，

也更具动态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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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的，而应该从“全球汇聚”的角度，进一步追索分布于此一星球的多元世界内

不同力量碰撞交融的分分合合，同时把这一视野贯穿历史始终而非局限于明清以降

的近世，进而对所谓的“江南道路”作批判性的反思。

第六，我们更愿意把学界的已有思考，与灾害史、环境史或生态史的视角结

合起来，看看能否从中涌现新的解释框架。十多年前笔者曾建议用环境史范式来

取代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范式或近代化范式，更不用说早先的

资本主义萌芽模式或革命史范式。这一建议并不只是“强调研究内容和对象的拓

展，如从社会经济扩展到环境生态”，A而是采用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以不断变动

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观察一切社会经济事象的视界，“通过探索人口压力、环

境变化、市场变迁、阶级分化等诸多因素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的过程，来把握社

会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转变，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笔者看来，社会经济

结构的演化过程，就如同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格式塔式

的结构转换过程，而非渐进性的积累过程，是凤凰涅槃，而非蛇蟒蜕变”。B

此前此后，这一方面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其贡献突出者，至少有王建革、

钱杭、余新忠、吴滔、李玉尚、冯贤亮、谢湜以及吴俊范等。需要强调的是，我们

对灾害问题、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讨论，不能仅仅聚焦于水旱疾疫等天灾，还

应包括大大小小的战祸或兵燹，C而且对于这样的危机，不能仅仅当作一种外部的、

偶发的或次要的因素，而应把它看成江南历史不容遮蔽的内在驱动力，否则不但不

足以从更深的层次来揭示江南道路之源与流，也不足以凸显江南道路真正的活力。

一个从相对意义上来说确定性的江南，正是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种种危机、种种顿挫

进行相对成功或不成功的人为响应的结果，而此种响应本身可能又孕育着新的危

机。平衡来自不平衡，不平衡来自平衡，是之为富于韧性的动态平衡。

总之，江南研究行至当今，确然需要更宏大的叙事来概括之、检讨之，而

这样一种大叙事，不只是大一统的国家史，也不仅是全球史，更不是狭隘、抽

象之人的历史，而是包括天、地、生、人在内的江南乃至中华生态系统的宏大

变迁史。江南不过是这一变动的系统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大旋涡而已。

这样的工作，当然不是本人所能一力完成的。作为一个外行，我能设想的进入

 A  刘昶：《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江南研究：问题与思考》，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

三十年：1978—2008》，第 342 页。

 B  夏明方：《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 年

第 5 期。

 C  如周武，相关论文有：《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熊月之、熊秉真主编：《明清

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年，第 14—29 页；

《咸同文教之厄与江南文化版图重构》，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
2008》，第 258—2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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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史这一巨大学术旋涡的路径，就是把上文提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江南化”

和“非江南化”话语，作为研究江南历史的问题意识，以此作为一个中介，尝试着

窥探以江南为中心的“内外联动”、“上下结合”、“古今贯通”、“中西互动”、“天人

相应”以及“形神兼备”的网络式格局。窃以为，上述江南话语，并非相关学者在

概念界定上玩弄文字游戏，它其实是学者对既存历史的提炼，尽管其中不免有误读

之处，但总体而言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江南内外对江南的感觉和认

知，透视了现实历史中切实上演的一出出极为精彩的宏大活剧。换句话说，作为一

种特定地域之江南的形成，同时也是其他地域的“非江南化”过程，两者相伴而

生，密不可分。将此与千百年来江南的经济成长之路相对照，则不难发现这样一种

奇特的历史景观：一方面是江南经济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则是江南地域

认同的日趋逼仄与相对固化，两种趋势看起来截然相反，长期以来却又并行不悖。

对于这样一种日趋缩小的空间范围，身处其中的江南人不但不以为意，反而越发引

以为傲。一部出自“江南水利局”的水利志，在其“叙例”中即曾直言“江南”就

是“对江北而言”，至于“苏皖兼圻，称曰江南”，那是“清代则然，民国则否”。A

事实上，此类无形的江南意识或江南话语本身也是有形之江南构建的精神动力之

源，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过往的研究过于注重江南经济的物质表现，相对忽

略了江南内外有关江南的感知和思考对江南经济演化之路的影响以及演化中的江南

经济对前者的反作用。

如前所述，《中国国家地理》在 2007 年第 3 期的“江南专辑”中，就自古迄今

“江南”概念从古代的普通名词逐步演化成特定的专有名词这一过程进行了讨论，

对“江南”一词指称的地域范围自秦汉至明清由大到小、逐步萎缩的过程作了颇

为生动的描述，但笔者更感兴趣的是渗透其中的这样一种问题意识：“为什么全国

无数的江南最后都失去了叫‘江南’的资格，为什么最后只有某一块地区可以独

享江南的桂冠？”B笔者所概括的“江南化”与“非江南化”亦是依此而创生。只

是该杂志依据的是早年周振鹤的研究成果，亦即把秦汉时期的江南依据行政区划

局限于长江中游，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缩小了这一空间范围变化的幅度。如果采

用司马迁的广义江南，也就是包括沂、泗、汉以北部分地区以及岭南的广大地区，

则中华文明诞生以来江南地域范围的转变，对于华夏生态系统的意义将更加凸显。

一旦把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带入对于江南的考察与探索之中，另一重“江南意

象”也就油然而现。只是这种意象是出于国人话语中真正的“小江南”，而非前文

所说的狭义江南。易言之，在我们生活的这片中华国土之上，至少在过去一千年以

 A  沈铨编：《民国江南水利志》卷首，1922 年木活字刊本，转引自冯贤亮：《上海繁华：民

国江南城镇的社会变化与人生追求》，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14 卷，天

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83—305 页。

 B  参见单之蔷：《“江南”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国家地理》2007 年第 3 期，第 1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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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际上存有两种意义上的“小江南”。通常意义上的“小江南”，其地理位置

统统在狭义江南之外，其中多数所占有的空间甚至远远大于后者，但由于它们无不

是对狭义江南的效仿和模拟，自然也就让狭义的江南凸显它的伟岸，使其成为国人

心目中地地道道的“大江南”。那些身处江南之外者，莫不心心念念地向往着江南。

有的远赴江南，候鸟般地乞讨人生，或搜寻当地人腾出的生存缝隙做久留之计，他

们在分享江南的余润之际，也在江南内部强化着南北之界限；更多的则是以江南为

楷模，用自己的双手对脚下的土地进行非同寻常的改造，试图把它变成心中的江

南，是谓“小江南”，江南之外的“江南”。这是一种可称之为“学江南”、“变江

南”的运动，迄今未有已时；而且也不完全是江南之外的民间自发行为或地方性举

措，至少在北宋时期、18 世纪的清朝，它在一定意义上还上升为一种运动，进而

对中国的经济演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

一方面是江南向吴越、向江东、向浙西亦即向太湖平原的萎缩，一方面则是

如此萎缩的江南以自身为核心向北方乃至四周的辐射和扩张，这是一幅怎样的历

史图景，又是一种怎样的江南情结！以笔者个人的经历而言，家乡所在固然是江

北，却也是鱼米之乡，历史时期也曾归属于江南的行政范围，著名的“孔雀东南

飞”说的就是发生在那一带的故事。我们自小也把自己当作南方人，把北方人叫

作“侉子”，后者则反过来把我们叫作“蛮子”。然而作为一个江北之人，当你置

身长江之南，你不时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形的界限把你和当地人切分而开。更让笔

者受“打击”的是 2016 年春节之前，有朋友告诉笔者，笔者在家乡过的“小年”

是腊月二十三（送灶节），全然是北方的风俗，而在真正的江之南，“小年”是腊

月二十四。笔者不清楚如何解开个中缘由，或许笔者的祖先确是从更远的北方迁

移过来的，但是当他们尤其是他们的后代以“江南”或“准江南”自诩的时候，

实际上又在江南之外制造着新的南北之别。或者说，曾经的江南被排斥出江南之

后，仍执拗地把自己等同于江南，江南的范围貌似又在维持与延展之中。

现代扬州的境遇同样尴尬，民国时期曾经因为自己的著作披露了扬州人生活

中的某些不雅相而吃了一场官司的易君左，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还为扬州人的“江

南”身份作辩解，认为扬州人虽在江北，却“早已江南化了！他自隋代以来代表整

个儿的江南民族性，说扬州是江北，真黑天冤枉！”A至于其他原非江南却又以江南

自居的地域，更是多得不可胜数。江南的这种被扩张过程，使前文提出的“江南

化”具有了另一重含义。必须强调的是，这样的“江南化”，并非只是一种类似于

易君左眼中的文化上的攀附，在很多场合，紧随而至的是对各自所在地域经济发展

之路的重新规划，进而也意味着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全新构建。对此一过程进行系统

的梳理，当可更清晰地认识所谓的“江南道路”及其生态意蕴。由于此类“江南意

 A  易君左：《闲话扬州》，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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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已经跨越了江南之界，故此这样的梳理实际上也是在探讨“中国道路”的过

往、今生以及可能的未来。

三、山海生态系统：一种透视江南地域的新视野

不过，要想使这样的论证得以展开，我们尚须解决如下几个前提性问题。其中

之一就是对应今日江南如许之小的格局，我们必须反向提问：过去的江南究竟有多

大？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作为一个地域称谓的“江南”，到底可以追溯

到怎样的历史深处？在这样一种不断变动的江南话语中，“江南化”与“非江南化”

的展开，到底呈现出怎样的轮廓来？这本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此处只能暂且利用现

有的学术成果和自己的有限理解来鸟瞰。

大体而言，秦汉以来“江南”的空间变化，有这样几个阶段，这就是从秦汉之

际司马迁眼中的“泛江南”，到魏晋南北朝（东晋六朝）的“中江南”以及隋唐北

宋的“大江南”，之后才是南宋及元明清时期的“小江南”。从经济的角度来审视，

第一阶段的江南，是作为关中模式之外的边缘或落后地区，不妨称之为“原始江

南”；魏晋南北朝，旧江南的消失和新江南的诞生，意味着古典江南的形成与崛起；

隋唐北宋，为古典江南的成型期；南宋至元明清，为古典江南的成熟期；之后是古

典江南的衰变期，亦即在衰败之中获得新的形态。

因之，笔者所说的江南化，在不同时期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秦汉时期的“江

南化”，实际上是关中或中原模式反向建构的结果，与今日江南意象截然相反；东

汉以降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江南化”，是古典江南独立成形的诞生期，它从最初对

关中的模仿（有学者称其为“中国化”A），逐渐演化为对江南本土的构建（李伯重

称其为“江东文化”B），而北周贺兰山下“塞北江南”的出现，恰好印证了江南的

新生，也开启了“江南化”的新时代。隋唐时期的“江南化”，一方面体现出南北

两种文化和制度复杂的互动关系（陈寅恪名之为“南朝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江

南内部的互动与分化。这种分化在宋代更为明显，不仅相形见绌的北方以国家的名

义开启了对南方的大规模仿造，原来混杂一处的“泛江南”，其边缘地带逐渐与核

心地带分离，并被核心地带的光芒所辐射，如岭南，如西南，甚而最早获得江南之

确切定义的湘鄂赣地区，也就是现在长江中游的中南，也从宋以降逐渐变成了江南

的学习者，虽然相对于北方而言，这些地区仍可泛称为“江南”。至于鸦片战争之

后，尤其是太平天国之后，江南的地域空间更趋逼仄，同时也涌现出更新的意蕴。

在这一时期，对江南的学习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方，仍在延续，但是这一江南化

 A  张齐明：《移民与六朝时期江东的“中国化”》，《文史知识》2016 年第 3 期。

 B  李伯重：《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历史研究》200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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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逐渐依附于另一种更为强大的潮流，这就是以西方工业化、城市化为主导的

全球化大潮，这一大潮最具优势的地区同样是在江南所处的空间，但是人们对它的

称谓，已不是“小江南”，而是“小上海”了。A

这一时期的上海在空间上已经不再像以往一样包容于江南之中，亦即“江南的

上海”，而是从中分离了出来，江南变成了“上海的江南”。故此，包伟民在研究

近代江南市镇变迁时，对李伯重的江南作了新的界定。鉴于长江下游经济地理的中

心已从传统太湖东侧的运河沿线转移到沿海平原一带，中心城市从原先的运河城市

苏州转移到近代口岸城市，他将江南地区界定为“近代本地区最重要的工业都市上

海在经济文化上对周边辐射所及的范围”，B虽然先前被排斥出去的宁绍平原也包括

了进来，但江南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与此同时，江南之外对“小江南”

的歆慕和热情未曾稍减，它与“小上海”奇异地纠合在一起，共同谱写出华夏历史

的新篇章，当然也从此逐渐地，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华夏生态系统。所谓的“小江

南”至此呈现出第三种不同的面貌来。江南之名仍在延续，但已经不是明清的江南

了。江南自身也开启了“去江南化”之路。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江南”，不管是江南区域之内，抑或之外，又如何

称之为“生态系统”，尤其是“山海生态系统”？

学界对江南区域的界定有各种不同的取向，但至少在经济史学界，大体上还是

采用美国中国学第二代杰出代表施坚雅对 19 世纪晚期中国九大宏观区系进行划分

时提出的标准。这一标准不再从行政区划出发，而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主要是以

分割大河流域的山脉即分水岭为界。但是与以往根据土壤、气候、农业或民族等共

同性的标准来确定区域范围不同的是，施坚雅明确地把他的“地区”或“区域”定

义为内部各自有别的系统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C他强调的是区域整体性与差异性

的统一，而不是追求均质化。施坚雅的目标当然是用微观、中观层面的地方史、区

域史来对中观或宏观层面的局部中国、整体中国进行解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

是“广州三角洲并非岭南，渭汾新月地带也不能代表西北，尤须指出的是江南并

非中国”，D但是他用以解构整体的手段，恰恰不是国内众多学者所强调的均质化区

 A  参见周武：《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熊月之、熊秉真主编：《明清以来江南社会

与文化论集》，第 27 页。另请参考王家范：《从苏州到上海：区域整体研究的视界》，《档

案与史学》2000 年第 5 期，后收入氏著：《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58—164 页。

 B  参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14 页。

 C  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

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247—248 页。

 D  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
2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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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这种对于区域的简单化理解，已经成为制约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进一步前行的

重大理论陷阱。

因此，在他的区域系统里，首先存在的是盆地、河流和山脉等地理差异，继而

是由这些地理差异在交通运输方面导致的效率高下，因而产生的经济空间的差异，

即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差异，城市与乡村的差异，于是从中心到周边，可耕地的数量

与质量、水利优势、人口密度、交通优势、市场发育及城市聚落等，均呈递减式梯

级分布格局。他指出：“关于地形一概平坦、无特色的概念，必须由下述概念所代

替：地形有系统变化，从靠近中心都会的丰饶平原，到处于地区边缘的人烟罕至的

不毛之地都有（在中国多数地域，地区边缘的周围都有崎岖的山脉，华北的大部分

沿海地区是盐渍沼泽，华北和西北的亚洲内地边缘大部分是沙漠）。”A

不过，他强调地理和经济差异，并非把它当成完全静态的结构，而是一种“生

态过程”，其间的城市化并不能看作“地区结构中地文原始面貌的简单结果”，它

本身因人口的集中居住对建筑材料和燃料的需求，导致边缘高地森林砍伐和土壤流

失，而这些流失的土壤反有助于低地核心城郊农业提高土壤肥力。此种“肥力转

移”的过程表明，“地区核心的城市化过程本身，是以牺牲周围边缘地带的潜在城

市化为代价的”，它自身的发展“引起了边缘地带的城市不发展”。B

这一“动态”还体现于时间之轴上。正如柯文指出的，他的“所有的区域系

统都经历了发展与停滞的循环过程，这种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与王朝的兴衰更迭相一

致，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按照自己特有的节奏发生变化”。C不同的空间亦有不同的

时间逻辑。在施坚雅看来，贯穿中国历史的大灾大难，如造成惨重损失的水灾、旱

灾，来自亚洲内陆的入侵，中国内部的历次动乱，以及朝廷作出的重大决策，都会

对相关区域系统产生巨大影响，导致区域系统的波动，不过其影响范围，无论在时

间还是空间分布上都是不均匀的，因此各区域系统的周期性波动并不一致。D各区

域体系都有着自己顽强的自组织性。他之关于由各级市场纵横交织的连锁网络构造

的区域体系结构与自上而下分离式的国家行政结构之区别，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行

政权力之外“非正式副政治体系的力量”的分析，也与此大有关联。

当然，正如批评者所言，施坚雅的区域系统模式并不完善，还有很多值得商榷

的地方，比如把国家与区域系统，以及区域系统相互之间在总体上进行分离，淡化

 A  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 337 页。

 B  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 339—
343 页。

 C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第 181 页。

 D  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
251—2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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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战祸给区域系统的影响，从而突出区域系统的自主性、独立性；其所划分的九

大区域主要集中于东部的“农业中国”，不包括西北、西南的“游牧中国”，而作

为九大区域之一的东北地区又因为当时城市不发达而被置之不论；对 19 世纪中叶

来自西方世界的冲击更是只字不提；等等。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严重削弱了其理

论的解释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区域系统，说到底是一个流域之内地文区、经

济区、市场区、社区、行政区、文化区等既相互作用又层层嵌套的综合性体系，且

涉及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如仅仅抽取其与经济有关的部分作为研究指南，虽然从

研究的目标来说无可非议，却肯定会使施坚雅的模式残缺不全了。

李伯重的“江南经济区”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施坚雅模式”的一种纯粹

经济学的偏转。他的体系之中有山，有平原，有江，也有海，但主要是作为抽象的

“界”，而没有当作实在的生态系统，也没有当作江南区域生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

分。他虽把宁、镇二府和杭、湖二府西部山区都划入江南，主要目的并不是从区域

内部自然差异性出发，而是为了给核心区勉强凑一个边缘地带，作为“东部平原的

附庸”。他认为，这些地方，与“土地平衍而多河湖”的核心区相比，“或仅具其一

而两者不能得兼”，“自然条件大不同于东部平原”，A理论上不应归入江南。李伯重

后来虽然补上了对江南区域认定的另一个条件，即主体的认同，从而在一定意义上

认识到区域界定也是一个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过程，但是这样的主体与其生存于其

中的自然生态及其变化之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关联，他最初所论甚少；近年来则兴

趣日浓，但也主要是从正面论述，从纯粹的自然界变化入手，着力强调江南人类生

态系统的优越性，忽略或淡化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危机。

比较明确地用“生态系统”概念来分析和概括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的，是

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他先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探讨华北平原时以之作为比较

对象，认为“要写农村社会史，就得注意环境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亦即

“生态关系”，B但当时他的研究无意展示华北平原生态系统的全部特征，也没有考

虑由山地、高原、平原、水系等多样化生态单元所构成的复杂区域生态系统的全部

特征，使其所倡导的生态系统分析方法并不彻底；C对江南也只是寥寥数语。之后

撰写《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他对作为生态系统的长江三角洲作

了较为细致的论述，认为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这种关

联体现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抉择作用之间的相互影响”，“其中的每

一个局部都是与整个系统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的”。他还注意到由两种地理因素造

 A  李伯重：《“江南地区”之界定》，《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第 449 页。

 B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51 页。

 C  夏明方：《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农村市场——以华北为中心》，《光明日报》2004 年
5 月 11 日，第 B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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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长江三角洲地势的不同构造，即因长江干流和海潮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本地区

外延的冈身地带或“碟缘高地”与 8 —12 世纪盆地中心地带地势的下沉，也注意到

太湖的生成及其周而复始的拓展和收缩过程，并利用当时陈吉余、谭其骧等中国历

史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认为长江三角洲是“由自然的、人为的多种因素复杂地相

互作用而成”，这种作用包括上游的森林砍伐、水土流失，长江泥沙沉积，气候冷

暖变化与海平面升降，海岸侵蚀，太湖的淤积与围垦等。这样一种特殊的地形，经

过长时期的演变，至清代逐渐形成区域内部的经济分化，如高地主要种植棉花，生

产原棉和棉布，中心区域“则发展成一个水旱作物相辅的系统，田地中间种植水

稻，堤圩上植桑以供养蚕”，而在中心区域和边缘地带之间，“地势既未低到非筑圩

不可，又没有高到引起灌溉困难，所以田间几乎无一例外地种植水稻”，这三个区

域各以自己的物产相互交换，“构成了一个中心与边缘地带相互依赖的经济系统”。

另外，如此地形也决定了该地区开展的水利工程，“把地方士绅、农民和国家联结

成一种在华北见不到的、复杂的、富于变化的三角关系”。A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

依然没有超越太湖平原，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不过是其后续研究的前史，但已经不是

千古未变、平整单一的水乡景观了。

对黄宗智进行激烈批评的彭慕兰，以江南为中心构造了一个与 18 世纪的英格

兰同等发达的中国区域经济体系，把中国带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其对中国的区域

划分显然遵循了施坚雅的框架，但是在他笔下的经济区域，除了各种抽象的生态要

素，如森林、煤炭、棉布、蔗糖等频繁的流动之外，看不见山，看不见平原，也看

不见有形的海。可以说，与此前或当时各类中国经济史著作相比，彭慕兰的《大分

流》毫无疑问应该归为环境史的经典之作，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把一个有着多样化

与复杂性的区域生态系统简单化了。B

事实上，李伯重在讨论“江南经济区”时也提到了“生态系统”，还特别交

代了斯波义信把施坚雅的“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C就目

前所见，正是这位在中国经济史领域成就卓著的日本学者，其所倡导的“生态系”

（ecosystem）论，第一次将长江三角洲的山地、平原、海洋相对而言比较有机地整

合在一起，为汉代以降江南核心区的形成及其内部之核心、边缘关系的动态转换，

构建了新的解释体系。这一历史的角度，也使施坚雅相对静态的区域体系理论得以

进一步完善，由此赢得了施坚雅的赞赏。

与施坚雅一样，斯波义信不赞同对江南作“同质地域的区分”，而是将区域

 A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21—39 页。

 B  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11—246 页。

 C  李伯重：《“江南地区”之界定》，《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第 4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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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诸要素的相关性”，他也认为中国各大区域是以河流汇聚为地文特征的

社会（riverine state），其经济核心区域大多处于河川流域的低地乃至平原地区，

此处集中了最密集的人口、最繁荣的城镇、最廉价的交通和最发达的农业。但在

施坚雅那里相对稳固的区域内结构，在斯波义信的研究中，则成为需要解释的生

成过程。他在中国大陆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日本学者高

谷好一对泰国湄南河流域的研究经验，将“长江下游大区域”分为河谷、扇状冲

积地和三角洲三种类型，认为汉代以来对此一大区的移民、定居和开发，其一般

趋势是从山地逐渐向滨海的三角洲地区扩展，逐级进行陂湖灌溉、围湖造田和防

潮大堤等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关系也随之展开，国家在最

初的工程建设和维护方面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其后随着低地开发工程的结束，

国家的力量开始淡化，而地方势力因之崛起。A

国内学者在这一方面也有不少具体的实证研究。除了陈桥驿之外，迄今最具

分量的成果当数王建革的《江南环境史研究》。虽然与绝大多数学者一样，其研究

的视点依然没有从太湖流域移开，但是源于环境史本身的内在要求，王氏笔下的太

湖已经被有意识地置放到包括山地、丘陵和海洋在内的生态系统之中了。B不过相

较之下，反而是从事江南社会史的学者，更自觉地从中提炼某种解释性的概念或框

架。余新忠、惠清楼较早注意到浙西地区平原、山地及其过渡地带的地形差异对社

会经济的影响，并依次将清前期杭州、湖州府分为核心、边缘和中间三个地带，只

是未曾提及海洋。C唐力行在从事徽州与苏州的区域比较研究时，则明确选择“山

海互动”的角度。与大多数江南研究以太湖为中心的做法相反，他以徽州所在的山

地为中心，以徽商的活动网络为主体，多层次构建山、原、海的关联，认为苏州

与徽州的互动，既是“平原与山地的互动”，也是“江南与大海的互动”。D朱小田

的做法与此相反，他把视野从平原转向滨海，提出江南社会史研究的“东海类型”

说。他指出，过去把江南社会等同于江南水乡、太湖文化、吴越文化，以为“港汊

密布交错，农人共话桑麻，苏杭地上天堂，便是全部的江南”，是从自然到人文而

社会都弄得“非常纯然”了，其实“小桥、流水、人家”只是中心地带的地域影

像，周边山区“草木葳蕤，瀑布飞溅，炊烟袅袅”，同样是江南人家；滩涂、海水、

 A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74—217 页。

 B  参见王建革：《江南环境史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年。

 C  参见余新忠、惠清楼：《清前期浙西杭州、湖州府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三个层次》，

《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 1 期。

 D  唐力行：《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
2008》，第 26—60 页；《近世苏州徽州的互动及其经济社会变迁的差异》，熊月之、熊秉

真主编：《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第 111—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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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礁、海船、鱼盐场、妈祖等环境要素，也是“江南社会的文化符号”。江南其实

是由中部水乡、边缘山丘、东部岛礁这三个部分组成的环状梯级分布而成的地理格

局。从江河流域—山脉分界线这种自然生态要素出发，江南地域景观一目了然：

从西部开始，由北向南转东一线，缘饰着山丘，有宁镇山脉、宜溧山

地、黄山、莫干山、天目山、龙门山、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等；中部

核心区以太湖为中心，是苏南平原和浙北平原，地势低平，呈浅碟形。整

个江南以太湖为枢纽，上纳山地之水，下泄至东海。宁绍北部虽被杭州湾

喇叭口与杭嘉湖南部切开，但同属浙北平原，呈现出与太湖地区基本相同

的水乡景观。A

施坚雅的区域分界法通过李伯重到朱小田再次回到江南地区，江南的多样性自

然生态终于越来越多地进入江南学者尤其是江南社会文化史学者的眼界之中，这无

论如何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虽然从施坚雅、陈桥驿算起，迄今已经迂回了三四十

年之久。当然我们还不能停留在社会史学者眼中相对静态的自然生态差异之上，尚

须更进一步，也更深入地去发掘斯波义信、黄宗智的理论洞见，同时参考谢湜循此

思路对江南高乡与低乡所作的“时空连续体”分析，我们才有可能得到一个相对比

较完整、清晰，融合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因此也总是变化着的江南生态景观。

这样的生态系统，并非只包括太湖流域这个单一的生态区域，而实际上是一

个相对完整的复合生态体系。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说，它包括山地，包括平原，

也包括海洋，更包括这三者之间因为水、土、生物及其他要素之复杂互动而构成

的整体。过去的研究无不集中于土地这一关键资源，而恰恰是这个所谓的“地”，

古字为“埊”，按照西晋张华《博物志》的解释，是由山、水、土和草木等多种

要素共同组合而成的；B而这一组合，与带来冷暖干湿等各种气候变化的“天”也

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由此形成真正立体的自然生态江南，而非平面化的水土

江南。从人文生态来说，它涉及人对这一地域自然环境的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

对当地资源的占有、转换、利用、分配、交换和消费，体现为该地对山、水、土、

物以及人本身之不同组合和综合调配的水利灌溉、稻作经济、蚕桑生产和市镇发

展。而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作为该区域经济核心的，也并非后来的太湖

平原，而是在山地、平原和海洋之间因时而异地交相切换，并因三者之间的差异、

切换和变动引发人与资源相互关系的空间分异和转换，从而推动江南经济、政治、

文化与环境的共同演化。从空间的层次而言，这样一种复合式的山海生态系统，

 A  小田：《江南社会史研究中的东海类型——一个问题的引论》，《江苏社会科学》2015 年

第 5 期，第 207 页。

 B  《康熙字典》引《博物志》：“地以名山为辅佐，石为之骨，川为之脉，草木为之毛，土

为之肉。”（清道光七年（1827）奉旨重刊本，丑集中，土部，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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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由更多微观层次上的山海生态系统，以一种分形的方式层叠、嵌套而成，

而整个江南自身（狭义江南）又构成了另一种更为广大的山海生态系统的组成部

分。从宁绍平原到太湖平原，从长江三角洲到中国东部各江河流域的平原，无不

是位处类似的山海系统之中。其西部地区则是一个与此相反相成的另一类型的生

态系统，或者可称之为“负山海系统”。总之，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嵌

套的山海生态系统。我们习惯所指的中国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既是这些不同的山

海生态系统交互作用的产物，也是导致这些山海系统进一步变化的动力。这样的

一种山海系统，并非某种稳固不变的自然系统，而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这

样的变化，同时又离不开栖居其间的人类活动的作用，因而它自始至终就是一个

不断变动着的动态平衡系统。

此种导向，颇接近于美国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兴起的“生态区域主义”（或

称“生物区域主义”）；国内学者提出的“历史流域学”A的概念，与此也多有契合

之处。意味深长的是，施坚雅以山脉河流为标准确立的中国宏观区域体系，并不

像有些学者诟病的那样，因其主要依据 19 世纪中后期的资料和数据，故此并不适

用历史时期的中国；恰恰相反，其所界分区域的原则正是中国古代，至少是唐以

前行政区划的基本原则，即“山川形便”，而这一原则最早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

战国时期的《禹贡》；B至于中国考古学界对史前文化的分区，也有学者判断，与

施坚雅模式也极为相似。然而这里并不是想以此来论证某种新时代的“西学中源”

说，而只是要表明对任何一种理论，即便是过去的理论，不要轻言过时，对江南

的研究也同样如此，我们需要以一种虔诚的敬畏之心，对待江南研究中或大或小

的学术贡献，然后再由此前行。学术的累积和发展，不是走在平路上，而是要攀

越崎岖的山径，才有可能登上人类学术的高平原，远眺无边无际的文明海洋。

〔作者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路育松  黄  娟）

 A  参见王尚义、张慧芝：《历史流域学论纲》，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年。

 B  参见周振鹤：《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历史上行政区域划界的两大原则》（上、

下），《中国方域：行政区划与地名》1996 年第 5、6 期；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

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代序”，第 4—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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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importantly,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developing independently but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had a shared and growing tendency towards the sacralization of politic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cademic Review

What is Jiangnan?: Its Space and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History Xia Mingfang(148)

Chinese economic historians have observed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Jiangnan region and the rest of the n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 the major debate occurring in the 1950s about the seeds of capitalism in 

China, Jiangnan wa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model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long with the “regional shift” in China’s historical 

research, it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that Jiangnan’s developmental path differed 

from that of other regions. The point of view that “Jiangnan is not China” has gradually 

replaced the earlier one that “Jiangnan is China.” Therefore, the PRC historians shall not 

evade these questions: how to critically analyze those two polarized statements? And 

how to dialectically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angnan, other regions, and 

even the entire nation with regard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move 

beyond the established framework of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Jiangnan, i.e., examining 

Jiangnan’s history within Jiangnan. Instead,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history which 

valu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will contextualize Jiangnan’s history 

within a broader spatial and temporal network, or, in other words, within a layered and 

interwoven “mountain-sea ecosystem.”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gradually shrinking 

process of Jiangnan’s geographic space over the time could be seen as the consequence 

of a process of “Jiangnanization” and “de-Jiangnanization” of China’s economy. Thus, 

it is possible to construct a multi-dimensional “New Jiangnan History” which attends to 

“the linkages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the external”,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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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lower”,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presen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s”, and “the 

completeness in material and spirit”.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Li Jianming(172)

Borrowing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 from political science, drawing 

nourishment from anthropology, sociology,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and inspired by 

social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transnational history, and other academic trends, American 

historians gradually transformed the field of political history and developed historical 

research on political culture with corresponding methodologies. Particularly, they 

explicitly defined the posi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culture and psychology in the political 

world. Thus, historians incorporated irrational factors into political history and enhanced 

their senses and skills of contextualism. Moreover, they explored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along with causation models. On this basis,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ans probed elite 

political culture, mas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ubcultures, and discovered new 

research topics by integrating new cultural history, transnational history, and emotional 

history.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provide inspirations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rethink and promote 

historical research on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Reading Notes of History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Gu Hongyi(206)


